“九大”大会盛况和选举秘笈
[bookmark: _GoBack]
作者 于松然

在中、苏剑拔弩张的形势下，有人建议推迟召开“九大”，但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则认为，召开“九大”是当务之急：其一是一个胜利的团结的大会可以凝聚党心、民心，是最好的备战；其次是苏修还没做好准备。为了防止苏联可能的突然袭击，3月下旬，他要外交部通告苏联，准备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，以为缓兵之计。

1969年4月1日，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如期在北京召开。1,512多个代表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北京。据报导，代表们到京以后，分别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、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。代表入住的宾馆，如临大敌，戒备森严，大门紧闭，代表们一律不准外出；室内电话已被全部撤销；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，晚上须拉上窗帘，不能让“阶级敌人”觉察到丝毫痕迹。几天后，代表们才从通知中得知，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，会场在人民大会堂。代表们去人民大会堂开会，也作了别出心裁的安排：先乘车在市内兜圈子，然后分时、分批、分门隐蔽进入。滴水不漏的保密工作，令境外媒体有些惊讶。

1日下午，“九大”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。会议议程包括宣读、审议政治报告、党章修改、国民经济计划、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以及备战等。

毛泽东致开幕词。他说：“我希望，我们的大会，能够开得好，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，胜利的大会。”由于他的致词不断被“暴风雨般”掌声、欢呼声、万岁声打断，短短649字三五分钟就可念完的开幕词，他竟讲了二十多分钟。——在领袖崇拜的共产主义国度里，这种赤文化的顽强表现，十分正常！

接着，副统帅林彪代表八届委员会作政治报告。据说，林彪对这个由张春桥、姚文元起草的经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反复修改过多次的政治报告，不很满意，但他必须照本宣科。

政治报告以毛泽东的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”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，极力宣扬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。报告把毛为保卫个人权力向刘、邓夺权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，贴上无产阶级革命的标签，概括成“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。”政治报告还把毛泽东权力情结的阶级斗争思想，规定为“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。”为了把大会开成“胜利的大会”，政治报告严辞规定大会的方向：“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，摧毁了以叛徒、内奸、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，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、特务、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，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，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，从政治上、思想上、组织上为这次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。”为了把大会开成一个“团结的大会”，政治报告在强调正确执行知识分子、干部、“可教子女”等政策的同时，鼓吹“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”的权力拜物教理论，号召“全党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。”4月14日，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政治报告。

在党章修改草案中，引人注目的一条规定是：“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。”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胆之举？当鲜花盛开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凋谢了：林彪接班人的地位被写入党章，是左派胜利的标志，但也是走向分裂、走向陨灭的开始。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，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，是江青提出来的，而且“她进一步强调说：‘一定要写！’”并说“张春桥第一个赞成。”据此，精英们著文说：“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”，而且是“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歪曲的解释”。精英们的批判，刻意回避了周恩来的支持和毛泽东不容争议的决定权——这是真假搀和、文过饰非、阿谀谄媚赤文化的顽固表现。

“九大”对中央委员和后补委员的选举，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“民主集中制”原则，亦即所谓“民主基础上的集中”和“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”原则。全会提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，是经过自上而下、又自下而上反复“民主协商”产生的，体现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；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，都是经过代表一人一票“民主选举”出来的，体现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。这种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有机结合，就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。

据报导，参加全会的代表除2人因病缺席外，都参加了投票。选举结果：毛泽东投了自己一票，得了满票1,510张；周恩来没敢投自己一票，得票1,509张，仅次于毛；林彪不敢与毛平起平坐，他同妻子叶群都没投他的票，故得票1,508张，位居第三；第一夫人江青得票1,502张，除一张“谦虚”票外，尚有7人敢不选她，也算发扬民主了。

在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制导下，出现两个意义不同的选举结果：前者是有意设计，后者是无知自封。

一个是如何对待党内右派领军人物，如五老：陈云、李富春、邓子恢、李先念、张鼎丞，五帅：朱德、陈毅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叶剑英。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，都犯过不同程度的这样或那样错误，但他们在党内、军内威望较高，很可能高票当选；为了约束他们并以示惩戒，主持者提出了他们的得票率不得超过2／3的设计。按此设计，各代表团把选与不选他们的人数，通过“民主协商”，落实到每位代表的人头上。“民主选举”结果证明，这个设计取得了成功：得票最低的是徐向前，获808张，得票最高的是张鼎丞，获1,099张，其它人得票都在809～922张之间。

另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工人王白旦的当选。王1935年出生在河北景郅太行山区，初中文化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“解放”后，他先后在太原钢厂和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当工人。这位王白旦有点“二愣子”品性,名字因与“王八蛋”谐音,工友们便以此戏称之，他也不介意。1969年“九大”召开前，因他是贫农出身，根红苗正，被推选为厂革委会副主任。当一名参加九大的名额分配到北钢时，他“阴差阳错”地被指定为九大的代表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他不但当了代表，还“阴差阳错”地当选为中央委员。也许“时势造英雄”，当是时，“工宣队”把红卫兵撵下了历史舞台，“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”的“最高指示”已家喻户晓。因此，作为工人阶级的他，在选举时，代表们不约而同地往他的名字上划钩。怎奈他不知就里，也给自己名字上划了个钩。他的这一钩不打紧，把自己钩成了一个唯一与“伟大领袖”同得全票的人。如果他不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工人，这个敢于同“伟大领袖”平起平坐的行为，就构成了一个“全民共诛之、全国共讨之”的重大政治事件。时代宽恕了他的“二愣子”品性，成就了他的官运。

对“九大”选举中出现的这两种不同的选举结果，文革后被精英们抨击为“很不正常”。

精英们对五老五帅不能高票当选忿忿不平，说这是对民主集中制的“糟踏”。精英们错了：民主集中制不仅不会去干涉这类“糟踏”，而且还会力促这类“糟踏”。精英们嘲笑“王八蛋”的当选是“阴差阳错”，甚至说他“二愣子”品性不能代表工人阶级。精英们又错了：王白旦当选甚至高票当选是否是“阴差阳错”？他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？工人阶级承认不承认他的代表权？民主集中制不仅蔑视“阴差阳错”问题，而且对王“能不能代表工人阶级”的质疑，也不屑一顾。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腌渍中的精英们，已无法摆脱那种根深蒂固的顽钝和偏见，他们不会承认，所谓民主集中制，就是“毛主席正确领导下”的民主制，或曰刀架在脖颈上的民主制，正如林彪在日记中表白的那样：“民主集中制——服从——纪律。”他们更不会承认，所谓民主集中制，是中共专制体制下滋生出来的一种变态民主的赤文化。

精英们的抨击，并不证明他们有了什么新思惟，他们的思维仍然是仰头思维，即看当权者的颜色行事的思维模式。当今主子要否定文革，他们便找理由抨击“九大”选举“很不正常”，闭眼不看过去主子和当今主子的做法并无不同。毛泽东用不太听招呼的右手,夹住铅笔，在纸片上颤抖抖地划了“你办事，我放心”几个字，请看，一代“英明领袖”华国锋便呱呱落地；邓小平说了句“江、李体制好”，这不，江泽民、李鹏便在第一、二把交椅上正襟危坐了13个年头；邓小平生前交待江泽民说，两届后把权力交给小胡，江乖乖照办；于是乎，13年的媳妇熬成婆，胡锦涛羽扇纶巾，粉墨登场。这就是“协商民主”的典范。在典范的示导下，中共各级党代、人代、政协的选举和干部选拔，都纷纷效法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毛泽东的“九大”选举设计，或着是邓小平的指定接班人的设计，都是“服从——纪律”即民主集中制的一脉相承，如果有所差别，不过同工异曲而已。精英们对“九大”选举的抨击，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仰头秀。

四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权贵和精英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对“九大”“民主协商”和“民主选举”的批判，再次检起“协商”和“选举”相结合的牌子。2010年9月16日，他们在《求是》杂志上发表的《划清中国特色民主同西方民主界限》文章中宣称：“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。”他们还号召要“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划清界限，积极稳妥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。”昨天，这种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”，曾使“九大”成了毛泽东的独裁天下，而今，这种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”，已使中国官场买官卖官泛滥成灾。

